
农村留守妇女婚姻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广东五市的数据分析 

                            王嘉顺 

摘要：本文基于广东留守妇女专项调查数据，通过对数偶值模型的筛选发现夫妻分居的空间

距离、丈夫打工后收入增减情况、住房质量、子女教育负担、老人健康负担以及夫妻交流互

动情况对留守妇女的婚姻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文章建议相关部门应创造条件就近建立企业让

夫妻双方打工，这或许是解决由于分居而导致的家庭婚姻问题的较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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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过程中，两个重要的社会变迁类型就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而对于拥

有庞大农业人口的中国来说，这个过程就是将这些农业人口稳步有序地转移到现

代社会的结构部门中去。从全世界既有的经验来看，这种产业转移在不同特征人

口中的速度是不一致的，最明显的就是女性在产业转移上相较于男性的滞后性，

而在中国的具体情境中，最能体现这种滞后性的群体就是留守妇女。这里的留守

妇女主要是指丈夫外出打工，而本人留守在农村的已婚妇女。留守妇女产生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概括来看，主要涉及到宏观的城乡二元体制因素的限制、中观的

社会性别文化因素的阻碍以及微观的个体素质和资源因素的匮乏等（朱秀杰，

2005；魏翠妮，2006；范丽娟等，2005）。而这种留守妇女数量不断增长的后果

在诸多方面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由于女性在非农产业转移上的滞后性导致的农

业女性化现象对农业发展的影响（高小贤，1994），以及农业女性化对女性自身

素质发展的影响（高小贤，1994；林志斌等，2001；孙良媛等，2003；林惠俗，

2003；），此外还有若干研究针对留守妇女自身各方面状况进行分析（罗忆源等，

2004；郑真真等，2004；范丽娟等，2005；魏翠妮，2006；周福林，2007；陈雪

娥，2007）。这些研究涉及到留守妇女的日常生活、生产工作、闲暇安排、家庭

婚姻以及心理健康等诸多方面，可以看出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在现代化过程中这类

特殊群体的现状及变化轨迹。但是学者们有所忽略的是留守妇女家庭模式本身的

特点即夫妻两地分居对于这类女性群体的影响。这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家庭

在其中一位重要家庭成员缺位的情况下，它是如何继续维持下去的。换句话说作

为留守下来的妻子又是如何看待自身的婚姻状况的，是何种因素促使她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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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这个丈夫暂时缺位的家庭维持下去？我们能够想到留守妇女对自身婚姻的

主观评价会影响到她在婚姻方面的行为选择，所以研究她们对婚姻的主观评价状

况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我们分析农村留守家庭的婚姻质量以及婚姻的稳定性都有

极大帮助。  

一、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 

（一）概念辨析 

婚姻评价一般常用的概念指标有婚姻质量、婚姻满意以及婚姻幸福。这三者

之间有相似之处也各有所侧重。婚姻质量是经常被用到的概念，但是对于婚姻质

量的定义目前尚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国外的学者率先展开对婚姻质量的研究，

据格林总结，西方学者中对于婚姻质量的研究有两个基本的流派，一个是个体感

觉学派，他们认为婚姻质量更倾向于从主观上来评价，所以从个体那里得到的婚

姻质量评价是一种主观感知到的质量。与其相对的另一流派是调适学派，它们主

要强调婚姻质量的客观性, 他们认为已婚者在婚姻关系中所做出的实际行动及

其后果是婚姻质量的基本内涵，所以调适学派所研究的婚姻质量可称之为调适质

量 (Glenn, 1990)。国内学者在西方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背景提出的婚姻

质量的定义一般也具有西方两个学派的特征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徐安琪和叶文振

认为婚姻质量是夫妻的感情生活、物质生活、余暇生活、性生活以及双方的凝聚

力在某一时期的综合状况。它应该具有上述两个学派的特征，即它以当事人的主

观评价为主要尺度, 但是却以夫妻调适方式和结果的客观事实来描述（徐安琪、

叶文振，1998）。卢淑华等人则认为婚姻质量是与社会发展相一致条件下的人们

对自身婚姻的主观感受和总体评价（卢淑华、文国锋，1999），可以看出后者更

倾向于个体感觉学派。 

婚姻满意。婚姻满意是指当事人对配偶及婚姻关系的态度和看法,相对于婚

姻质量来说，它带有更强烈的个人主观意识和价值取向（卢淑华、文国锋，1999）。

可以看出婚姻满意受到个体的影响程度比较大，所以即使婚姻质量测量结果相同

的人其感受到的满意程度也不一样。 

婚姻幸福。学界目前对婚姻幸福还没有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比较常见

的且被人研究的是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但是在通

常研究中，主观幸福感包含的维度较多，婚姻往往只是被视作影响主观幸福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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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因素而已（苗元江，2002；邢占军、金瑜，2003）。笔者在婚姻质量和婚姻

满意概念的基础上，尝试给出婚姻幸福的一个描述性概念。婚姻幸福是处于婚姻

关系中的个体对自身婚姻状况的总体性的心理体验。它不仅是对婚姻状况的客观

事实的判断，还是对于婚姻状况的主观感受的评价。其在个体身上所体现的是一

种建立在婚姻满意基础上的但却更积极的心理感受。可以看出婚姻幸福同婚姻质

量、婚姻满意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个体内心更积极的体验和感受，所以

它也可以称之为婚姻幸福感（Marital Happiness）。 

(二)经验研究 

婚姻幸福感的研究可以看作是主观幸福感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它在主观幸福

感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扩展和深化。主观幸福感通常是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重要的

研究对象之一。在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过程中,一般有两种研究取向,一种是探讨影

响幸福的客观因素,另一种则是从个体的主观内在角度来解释幸福为何物（苗元

江，2002；黄立清、邢占军，2005）。通过学者不断的观察和研究的深化，人们

发现影响幸福的因素既有主观和客观之分，也有内在和外在之分，而且内在因素

的影响程度可能更大（吴明霞，2000）。而对于婚姻幸福（感）的研究主要是延

续主观幸福感研究中的第一条路径，而且更倾向于社会客观变量对婚姻幸福感的

影响。 

    社会学研究重视社会关系的作用，夫妻双方的关系或者说家庭地位对于妻子

的婚姻幸福感有影响。奥登等人的研究发现妻子是否有选择外出工作的自由是一

个重要的预测婚姻幸福感的指标。在控制了教育程度、生活周期的不同阶段以及

妻子的工作是全职还是兼职之后，他们发现如果妻子是出于家庭经济压力而不是

自己的喜好选择而做出外出工作的决定会降低夫妻双方的婚姻幸福感(Orden et 

al.,1969)。 

    家庭最先是由夫妻双方建立起来的，而随着子女的出生，夫妻二人的互动会

逐渐围绕子女展开。格林等人的研究发现，在控制受访者的性别、种族、教育程

度、宗教派别、就业状况等变量的基础上，子女的出生会降低夫妻双方的婚姻幸

福感（Glenn et al.,1982）。 

随着研究内容的不断扩展，研究者将更多的变量纳入考察视野，其目的是为

了寻找更具解释力的影响变量。格林等人利用多期的美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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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了更多的自变量以检验它们对受访者的婚姻幸福感的影响程度。他们使用的自

变量包括：家庭收入、丈夫的职业声望、学校正式教育的年数、年龄、初婚年龄、

参加宗教活动的次数、家庭内不同年龄的子女个数、妻子在家庭外就业状况。但

是最后使用多元回归方程拟合的结果却显示大多数的自变量的解释效果都很差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家庭有幼龄子女和妻子进入中年对受访者

的婚姻幸福感有负面影响（Glenn et al.,1978）。 

以上都是国外学者针对婚姻幸福感的研究，而国内在此领域内的研究大多围

绕婚姻质量而展开，以婚姻幸福感作为因变量的研究则很少。类似的有张贵良等

人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婚姻幸福的总体状况属于中等及中等以上水

平，感到婚姻不幸福的人占到极少数。其次，他们发现对婚姻幸福影响最大的是

观念类型和择偶标准（张贵良等，1996）。可以看出国内有关婚姻质量的研究对

象以城市人口为主，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对象则往往集中在老年人口和大学在

校生身上，说明研究对象所涵盖的人口类别还十分稀少，至于以农村人口尤其是

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质量或主观幸福感为主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目前能够检索

到的且以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为研究内容的文章只有陈雪娥的硕士学位

论文。她系统地考察了农村留守妇女的年龄、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健康状况、

社会关系以及与孩子、公婆的相处模式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关系（陈雪娥，

2007）。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其研究中没有包括婚姻状况同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

内容，所以到目前为止，关于留守妇女的婚姻幸福感的总体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我们还是不甚了解。而本文针对留守妇女的婚姻幸福感的研究分析或许可以引起

学者们对这个特殊群体的进一步关注。 

 

二、数据和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到的数据来自由广东省妇联、广东省妇女研究中心和华南师范大学

劳动经济研究所共同组织的“广东农村留守妇女生存状况调查”的问卷调查资料。

本次调查挑选了广东省内的云浮、肇庆、清远、韶关、湛江五个相对处于经济发

展程度低、一产比重较高的地市，问卷调查过程中在五个地市内共发放问卷2400

份，回收有效问卷2308份。而本研究在去掉有关变量上存在缺失值的个案后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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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用到的样本数为1074个。 

（二）统计分析方法 

    本研究对婚姻幸福感的测量是根据调查问卷中的问题 “你觉得自己的婚姻

幸福吗？您可以选择：幸福、一般、不幸福、说不清楚。”由于社会赞赏效应本

调查的回答结果存在明显的正偏情形，因此我们将因变量处理成幸福与非幸福两

类。虽然本研究对婚姻幸福感的测量没有使用量表这种更为精确的方法，但是我

们认为这种对于幸福或非幸福①的事实评价，受访者自己内心是清楚的，能够做

出一个明确分辨。而在统计模型的选择上我们将选用二分对数偶值模型（binary 

logit model）②。该模型是专门对因变量为二分取值的数据进行分析，符合本文

对因变量进行幸福或非幸福的二类划分。其最后分析所得到的偶值比是本研究所

主要使用的结果，它在本研究中意味着自变量的单位变化导致的对受访者的婚姻

幸福感与非幸福感的概率的比值的变化幅度（Powers et al.,1999:41-52）。而本研

究中对于模型优劣的评价将主要依据信息指数BIC’以及McFadden’s Adj R2 。 

                                                       

（三）变量测量和处理 

 1．因变量 

婚姻幸福感。问卷中测量该变量的问题是：“你觉得自己的婚姻幸福吗？您

可以选择：1.幸福、2.一般、3.不幸福、4.说不清楚。”数据处理方法是将答案1

归为幸福，2和3归为非幸福，另外为了研究分析的严谨性考虑，我们将选择“4.

说不清楚”一项的个案从样本中剔除。 

2．自变量 

本研究所选取的自变量包括人口特征、夫妻分居的时空分隔、经济状况、生

活负担、夫妻交流互动、家庭结构、社会支持七个方面，每个方面包括的变量及

其分布情况可以见表1。 

 

 

 

                                表1  变量分布情况 

 
① 这里的非幸福并不是指不幸福，而是指在本次调查中相对于幸福的其他评价，即一般和不幸福两项，请

读者注意。 
② 关于该模型的中文名称的翻译，王进认为结合音义将其翻译为“对数偶值模型”更好，本文借鉴这种翻

译。关于该模型中文名称翻译的更详细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他们的文章（蔡禾、王进，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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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变量 1=是（频数/百分比） 0=否（频数/百分比）

因变量 

婚姻幸福感：是否觉得自己的婚姻幸福 541（50.37%） 533（49.63%） 

自变量 

年龄是否在29岁及以下 240（22.35%） 834（77.65%） 

教育程度是否在初中及以上 835（77.75%） 239（22.25%） 

丈夫外出打工是否在3年及以上 662（61.64%） 412（38.36%） 

丈夫是否在本市及以内地区打工 319（29.70%） 755（70.30%） 

丈夫是否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937（87.24%） 137（12.76%） 

丈夫外出打工后家庭收入是否增加 865（80.54%） 209（19.46%） 

家庭住房是否为两层及以上楼房 420（39.11%） 654（60.89%） 

家中是否有孩子 1068（99.44%） 6（0.56%） 

家中是否有上学的孩子 910（84.73%） 164（15.27%） 

家中是否有需要照顾的老人 973（90.60%） 101（9.40%） 

自己教育子女是否没有困难 439（40.88%） 635（59.12%） 

家中老人身体是否健康 797（74.21%） 277（25.79%） 

看病支出是否占家庭支出的一小部分 932（86.78%） 142（13.22%） 

丈夫一年中是否回过家 886（82.50%） 188（17.50%） 

丈夫是否主动打电话回家 909（84.64%） 165（15.36%） 

是否主动去丈夫的打工地看望丈夫 464（43.20%） 610（56.80%） 

丈夫是否打过妻子 128（11.92%） 946（88.08%） 

丈夫是否为首要的倾诉对象 705（65.64%） 369（34.36%） 

丈夫是否为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的首要人选 168（15.64%） 906（84.36%） 

是否有日常的社会交际活动 308（28.68%） 766（71.32%） 

连续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去年全家年收入（元） 10448.81 8672.52 

 

    三、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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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包括年龄在内共21个自变量分别引入婚姻幸福感的对数偶值模型，我

们得到3个嵌套模型①。模型1包括了人口特征、夫妻分居的时空分隔、经济状况、

生活负担四个方面的自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了夫妻交流互动方面的

自变量，而模型3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家庭结构和社会支持方面的自变量。3个模

型的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可以看到在模型1中，除了年龄、教育程度、丈夫打工时间、全家年收入、

丈夫是否为主要收入来源之外，其余自变量对是否感到婚姻幸福均有显著影响

（在α= 0.05 的程度或以下）。在夫妻分居的时空分隔方面，如果丈夫在本市及

以内的地区打工，那么留守妇女会觉得其婚姻是幸福的，而且丈夫在本市内打工

的妻子感到婚姻幸福的偶值是其丈夫在本市以外的留守妇女的1.49倍。在经济状

况方面，如果丈夫外出打工后家庭收入增加，那么妻子会觉得其婚姻是幸福的，

而且收入增加情况下感到婚姻幸福的偶值是收入不增加情况下的1.51倍；住房质

量对是否感到婚姻幸福有显著且重要的影响，如果居住在两层及以上楼房，留守

妇女感到婚姻幸福的概率很高，具体来说就是居住楼房的妻子其感到婚姻幸福的

偶值是没有居住楼房的2.05倍。在生活负担方面，如果自己教育子女没有困难、

家里老人身体健康、看病支出占全部支出的一小部分都会导致留守妇女感觉到婚

姻幸福。但它们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不同，具体来说，认为教育子女没有困难的

留守妇女其感觉婚姻幸福的偶值是那些认为教育子女有困难的妇女的2.01倍，家

里老人身体健康的留守妇女其感觉婚姻幸福的偶值是那些家里老人身体不健康

的妇女的1.62倍，而那些看病支出占一小部分的留守妇女其感觉婚姻幸福的偶值

是看病支出占一小部分以上的留守妇女的1.50倍。 

在模型2中我们引入了夫妻交流互动方面的自变量，这四个自变量除了丈夫

一年中是否回过家之外，其余三个自变量对因变量都有显著影响。丈夫主动打电

话的留守妇女感到婚姻幸福的偶值是其丈夫从不打电话的留守妇女的1.73倍；主

动去打工地看望丈夫的留守妇女其感到婚姻幸福的偶值是那些不去看望丈夫的

妻子的1.37倍；而丈夫殴打妻子对婚姻幸福感有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可以看到 

                                                        
① 嵌套模型就是一个模型相对于其后一个（或前一个）模型来说，某些自变量上施加了一些限制。构造嵌

套模型最常见的方法是在初始模型之后添加（或者减少）变量。表 2 中所展示的三个模型就是嵌套模型，

而且均通过了 LR test 检验（Long & Freese , 2003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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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留守妇女婚姻幸福感的二分对数偶值模型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自变量 eb P值 eb P值 eb P值 

年龄在29岁及以下 1.2286 0.217 1.1607 0.381 1.1263 0.527 

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上 1.1406 0.423 .9510 0.770 .9105 0.592 

丈夫外出打工3年以上 1.1633 0.282 1.1844 0.239 1.2033 0.203 

丈夫在本市内打工 1.4913 0.008 1.4732 0.012 1.5332 0.006 

去年全家年收入（元） 1.000013 0.102 1.00001 0.227 1.00001 0.275 

丈夫是主要收入来源 .7443 0.149 .7176 0.114 .6638 0.054 

丈夫打工后收入增加 1.5084 0.017 1.4635 0.032 1.4560 0.037 

住房是两层及以上楼房 2.0468 0.000 1.8948 0.000 1.8980 0.000 

自己教育子女没有困难 2.0083 0.000 1.9349 0.000 1.8209 0.000 

家里老人身体健康 1.6157 0.002 1.5364 0.007 1.4987 0.012 

看病支出占一小部分 1.4966 0.050 1.3065 0.207 1.2623 0.277 

丈夫一年中回过家   1.2354 0.241 1.2735 0.187 

丈夫主动打电话回家   1.7258 0.009 1.5147 0.053 

主动去看望丈夫   1.3688 0.023 1.3533 0.031 

丈夫打过妻子   .4333 0.000 .4376 0.000 

家里有小孩     1.0700 0.939 

家里有上学的小孩     .8461 0.439 

家里有需要照顾的老人     .7909 0.321 

丈夫是首要倾诉对象     1.6185 0.001 

丈夫帮助解决困难     1.1236 0.551 

日常有社会交际活动     .6260 0.003 

N 1074 1074 1074 

McFadden’s Adj R2 0.070 0.089 0.094 

BIC’ -51.814 -59.171 -3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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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丈夫打过的留守妇女感到婚姻幸福的偶值只有那些没被丈夫打过的妻子的

43.33%。由于模型1和2是嵌套模型，我们可以用统计指标BIC’来比较它们的质

量优劣 (Long & Freese , 2003:94 - 95) ,从表2可以看出模型2的BIC’比模型1的

要小,意味模型2明显地优于模型1。此外，模型2的结果还显示加入夫妻交流互动

方面的自变量对于模型1中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式基本上没有什么改

变,惟一的例外就是看病支出是否占全部支出的一小部分这个自变量,即在夫妻

交流互动变量的显著影响下,看病支出占全部支出一小部分与否在感觉婚姻幸福

或非幸福上没有差别。 

    模型3在前两个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家庭结构和社会支持方面的自变量。可

以看出在加入新的变量之后，模型2中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式在模型3

中得到了保留。而新加入的家庭结构方面的3个自变量对留守妇女是否感到婚姻

幸福没有任何影响。而在社会支持方面，如果丈夫是妻子的首要倾诉对象，那么

妻子感到婚姻的偶值是那些不将丈夫作为首要倾诉对象的妻子的1.62倍；而有日

常交际互动的留守妇女其感到婚姻的偶值是那些没有社交活动的留守妇女的

62.6%。此外表2还显示丈夫是否为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的首要人选对留守妇女是否

感到婚姻幸福没有任何影响。模型3的BIC’比模型2的大很多,表明在模型3中加

入家庭结构和社会支持方面的自变量对于提高模型的解释力没有什么作用。 

综合以上三个模型的结果我们可以认为对留守妇女的婚姻幸福感有影响的

变量主要是夫妻分居的空间距离、丈夫打工后收入增减情况、住房质量、子女教

育负担、老人健康负担以及夫妻交流互动情况。至于留守妇女的年龄、教育程度、

家庭收入、家庭结构以及社会交际互动情况在本研究中没有发现它们对留守妇女

的婚姻幸福感的影响效应。 

 

四、讨论与建议 

（一）夫妻分居与婚姻幸福感 

由于深刻的社会变迁导致的环境多样性，学者们不能只再凭借是否居住于同

一处所来分辨家庭成员的资格。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移民与原先家庭的分离就受

到这种环境多样性的明显影响（切尔，2005：33），这种影响对于中国的劳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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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味着农民工离开农村的家并留下妻子独自到城市打工并不是他们对此持有

同样的家庭价值观，而是在环境多样性的影响下做出的理性策略（李强，1996）。

这也就是说履行家庭责任仍然是外出已婚农民工的首要义务。因此即使夫妻在日

常生活上彼此分离，他们还是将自己视作同一个家庭单位的成员。这很像吉登斯

所说的“时—空延伸”（切尔，2005：37），即“时间和空间被组织起来的情况

使得在场和缺席被连接在一起”（Giddens,1990:14）。留守妇女同其外出打工的

丈夫还处于合法的婚姻关系之中，虽然不能同丈夫生活在一起，但是这种婚姻关

系在时—空分割的情况下被延伸开来，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不过我们也要看到这

种时—空分割状态对婚姻幸福感还是有着微妙的影响。本研究发现丈夫在本市内

打工的妻子感到婚姻幸福的偶值是其丈夫在本市以外的留守妇女的1.49倍。当这

种空间距离在留守妻子的心理中被认为是可接受的，即丈夫虽然在外面但是这个

距离仍然是可以感知到的，她会倾向于认为丈夫并没有离自己太远，就好像夫妻

仍然生活在一处一样。而当这个空间距离超出她内心可感知的范围之后，她可能

更会倾向于认定丈夫离自己很远，由此导致对其婚姻幸福感的负面评价。 

（二）夫妻交流互动与婚姻幸福感 

留守妇女之所以能够将丈夫的缺席现状在时间和心理的双重连接下视为在

场，除了空间距离有限之外，很重要的还要凭借夫妻间的交流互动，尤其是有利

于夫妻关系的良性互动。当丈夫是否回家探望对留守妇女的婚姻幸福感没有影响

的时候，意味夫妻双方对彼此感情的维系采取了更多样、更灵活的交流互动方式，

比如打电话、写信、让返回农村的老乡带口信等等。对于这些分离的家庭而言，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远距离的情感交流互动也可以成为婚姻的一个重要部分（切

尔，2005：84），它们可以令留守在农村的妻子们从情感上体验到丈夫从遥远地

方传来的情意和关怀，而这对于她们的婚姻幸福感有很强的积极影响。此外，留

守妇女在与丈夫的交流互动中并不只是采取被动方式，她们也会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主动去丈夫打工的地方看望丈夫，而且数据分析显示主动去打工地看望丈夫

的留守妇女其感到婚姻幸福的偶值是那些不去看望丈夫的妻子的1.37倍，可见在

婚姻关系中积极主动的话，更容易感受到婚姻幸福。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夫妻间的

不良互动对婚姻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在我们的分析样本中有11.92%的留守妇女曾

经被丈夫打过，虽然不清楚家庭暴力是发生在丈夫外出打工前还是之后，但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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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经历都会在妻子的心理上留下烙印，成为体验婚姻幸福的障碍。 

（三）经济状况与婚姻幸福感 

 经济状况对婚姻幸福感的影响到底是何种情形，是不是金钱可以决定是否

幸福？这些都是被不同研究反复讨论检验的问题。通过本研究可以发现经济状况

对于留守妇女的婚姻幸福感确实有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单纯通过收入的多

少，而是以显而易见的生活质量的体现和显著改善来发生作用的。表2中的三个

嵌套模型都没有发现年收入对婚姻幸福感的显著影响，但是这并不是说收入没有

被考察的意义，收入可以通过转换或购买成为可感知到的生活质量来提升留守妇

女的婚姻幸福感。如果自己的住房是两层以上的楼房，尤其是新的楼房是用丈夫

打工的收入来建造的，这种内心的满足感会投射到妻子对于夫妻关系的评价上，

她会倾向于认为自己的丈夫能够满足自己的生活要求，她就会满意自己当初对婚

姻的选择并且认为她的婚姻是令自己幸福的，而这就是社会比较的作用。社会比

较是幸福感产生的主要心理机制之一（郑雪等，2004：85），这种比较可以是社

会成员与其它成员之间的横向比较，也可以是成员与其自身不同时间阶段的参照

点的纵向比较。当参照点处在个体现在的生活阶段时，“向下比较会提升幸福感”

（同上，第88页）。本研究也发现收入增加情况下感到婚姻幸福的偶值是收入不

增加情况下的1.51倍，所以当初为了提高家庭收入而外出打工的丈夫将远多于以

前的收入带回家里的时候，而且将这些收入转变成可以享受到的更好的生活质量

的时候，留守妇女会明显感受到这种生活质量上的提升，然后通过有意或者无意

的比较，体验到婚姻幸福的感觉。 

（四）生活负担和婚姻幸福感 

一般来说，夫妻双方共同分担家庭诸多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当面对多样性的

环境时，家庭义务的分配模式也会有相应变化。在留守妇女家庭中通常是丈夫在

外务工负责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妻子则留守农村家中负责整个日常生活的运

行，因而留守妇女也会承受更重的生活负担。而这种负担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即子女的抚育和老人的照料。虽然有些留守妇女仍然从事一些劳动生产工作，但

是她们并不以这些生产劳作为主要生计，这时对留守的其他家庭成员的照顾就成

了留守妇女们的主要日常家务工作。费孝通早在其著作中说过“婚姻的主要意义

是在确立向孩子的抚育的责任”（费孝通，1998：146）。当然这抚育的责任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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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了方方面面，但是对于子女的教育的付出则是最劳心劳力的。如果留守妇女自

身条件素质足够应付在丈夫缺席情况下对子女的教育，那么这种抚育子女的满足

感可能会转化成婚姻上的幸福感，至少我们的研究显示那些认为教育子女没有困

难的留守妇女其感觉婚姻幸福的偶值是那些认为教育子女有困难的妇女的2.01

倍，该自变量单位变化所导致的婚姻幸福感与非幸福感的概率的比值的变化幅度

是最大的，从这也可以看出抚育子女对于留守妇女的婚姻幸福感有极其重要的影

响。此外，在纵向家庭关系中，除了对子女的抚育之外，对于老人的照料也是留

守妇女的重要工作。不过在照顾老人方面所花费的心力和时间要依据老人的身体

健康状况而定，如果老人身体健康，自己能够照顾自己，留守妇女们的负担也会

少许多，也更容易感受到家庭生活的轻松，从而趋向于更积极的婚姻幸福体验。 

（五）其他影响因素与婚姻幸福感 

除了本研究中考察到的这些影响因素之外，还有一些本次调查没有涉及到但

对留守妇女的婚姻幸福感有重要影响作用的变量需要提及。在所有这些未考察到

的变量之中最值得人们关注的就是文化的多样性（切尔，2005：27），而对于目

前正在经历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农村来说，它可以包括变化的文化规范以及不变的

文化传统两部分。受到现代化的影响，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这种现象

至今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而只要城乡的分割不被打破，这种规模巨大的城乡劳

动力迁移现象就仍会存在。由此可能产生一种文化规范，就是结婚带来的责任将

鼓励男性外出打工为整个家庭的生计而努力，而对于妻子来说则最好留在家中负

责日常生活的运转（谭深，1997），由此使得这种夫妻分居的家庭模式不但成为

一种理性的策略选择，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规范约束。而这种新生的规范约束

对留守妇女的婚姻幸福感会产生何种影响是值得学者们就此展开讨论的。 

虽然农村家庭可能受到这种新生的规范约束的影响支配，但是透过这些规范

约束我们仍然可以发现那些恒久未变的文化传统。就像费孝通所讲，在传统中国

社会里，“结婚不是件私事”（费孝通，1998：129），夫妻关系的维系不只是

为了对自己负责，在他们身后还有更重要的责任等待他们，而这就是集体主义文

化的核心。受到这种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人们对于幸福感的评价标准相对于那

些未受到集体主义文化影响的人而言会有明显差异（郑雪等，2004：135-139）。

留守妇女在丈夫缺席的情况下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家庭责任，可以说她们这种任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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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怨的精神正是集体主义文化最好的体现。而这种集体主义文化所包含的面向及

其不同变化程度对留守妇女婚姻幸福感的影响也应当是不该被忽略的。 

（六）政策建议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发现留守妇女之所以选择“留守”，两个主要的原因：一

个是 “后方”有家人和农活需要照顾，另一个就是“前方”没有合适的处所供

夫妻二人居住或者没有条件让孩子上学，但是综合起来看就是公共服务和社会保

障在这部分人身上的缺失。通过我们的研究可以看到，若想提高留守妇女婚姻幸

福感的程度，可能的措施就是：1.向这部分人群提供足够的社会服务设施，解除

她们在子女教育、老人照料上的后顾之忧。2.采取切实到位的措施维护农民工的

打工经济权益，提高他们的工资，帮助他们改善农村家庭的生活质量。3.实行农

民工探亲假制度。为外出打工的丈夫回乡或者留守妻子进城探望提供经济补贴、

政策支持、法律保障，让夫妻间有更多的交流互动机会。4.妇联要做好这类人群

的权益维护工作，会同相关部门监督、惩治家庭暴力现象。不过以上这些建议是

在夫妻分居生活的背景下提出的，最根本的措施还是应当提供条件让夫妻生活在

一起，让他们在正常的家庭模式下快乐生活。有学者提出随着我国经济这三十年

来的快速发展，现在已经有条件允许部分农民工在局部城镇地区进行永久迁移

（蔡禾等，2007），这样就可以让夫妻分居的家庭重新团聚，而且可以过上比在

农村更好的生活。与此同时也有其他学者提出可以在农村周边的乡镇就近发展

二、三产业，从而吸纳剩余劳动力，这样也可以避免夫妻分居的发生。其实以上

两种观点都是关于我国城市化道路的讨论，而在我们目前还面临区域经济发展不

平衡的现实情况下，这两种路径是并行不悖的。而就我们的调查发现而言，留守

妇女最希望得到的帮助就是办乡镇或者村办的企业，让丈夫和自己可以就近打

工，我们相信这是留守妇女的真实希望，也是解决由于分居而导致的家庭婚姻问

题的较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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